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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高能源绿色发展质量,我国政府提出能源转型各阶段不同能源之间的协调关

系,鼓励传统煤电企业与新能源企业开展实质性联营。 然而,如何通过有效途径开展联营

成为能源协调发展的关键。 从“政策 市场 创新 行为”系统框架入手,基于 CCER 和绿

证的碳耦合机制,构建传统煤电能源企业参与新能源联营投资的演化博弈模型,用以探究

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的协调发展过程。 通过稳定性检验,从政策、市场、创新、成本等角度分

析关键因素对均衡策略行为的影响,研究认为:较高的补贴扣除、较低的 CCER 碳抵销比

例和转让绿证的高机会成本不利于碳耦合机制的形成,绿证的碳抵销功能无法摆脱“补

贴困境”,能源主体的趋利行为阻碍了碳耦合机制在能源协调发展的桥梁作用;收紧初始

碳配额分配有利于推动碳耦合机制的发展,并逐步代替碳市场原有的强制性惩罚机制;传
统能源企业投入的一次性发电设备成本决定其是否参与新能源联营投资,但传统能源企

业投入设备的低碳创新成本不是影响双方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 研究以期为传统煤电与

新能源、碳市场与绿证市场的耦合发展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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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双碳”目标愿景下,我国未来一次能源

需求的增长将快于煤炭需求的增长,电力需求

增速快于煤炭和一次能源的增速[1] ,清洁能源

取代传统能源将成为绿色需求主力。 电力行业

对于拉动经济产出方面具有主导作用,通过落

实绿色电力替代政策以促进我国经济的绿色发

展[2] 。 2022 年,我国政府发布的《关于完善能

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
提出了能源转型各阶段不同能源品种之间的互

补、协调、替代关系,在明确传统煤电机组与非

化石能源发电的协调关系时指出,要加快建设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绿色电力证书(简称

“绿证”)交易市场,并对能源市场交易进行监

管,统筹各类市场能源主体的协同转型。 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意味着不仅需要科技创新的激

励、生态环保制度的保障、市场要素的配置,也
要协调能源主体的利益行为关系。 传统能源和

新能源产业之间的利益协调是实现能源革命的

关键[3] ,因此,从政策、市场、创新、行为等综合

视角来考察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的协调发展过程

已成为研究能源转型的一个重要议题。
已有研究针对能源主体的行为博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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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能源主体决策的影响、能源协调发展的市场

作用等方面均有一定成果。 一是在能源主体的

行为博弈方面。 有研究从供给侧的角度强调能

源结构调整中协调多方利益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4-5] ,普遍认为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协调发展

的关键在于政府监管力度、跨部门和不同能源

企业的利益分歧[6-7] ,两者在技术创新[8] 、环境

保护[9] 、能源安全[1] 、经济效率[10] 等方面决定

了电能的替代或互补关系。 传统化石能源与新

能源发电企业的竞争性表现为争夺市场份

额[11] ,其决策行为与政策约束之间的关系也变

得较为复杂[12] ,如碳市场引入额外新能源政策

会削弱碳价信号,导致碳市场减排约束力下降,
影响各类型发电企业的决策选择[13] 。 二是在

政策对能源主体决策的影响方面。 能源转型的

初始阶段是由政府推动而不是技术驱动[14] ,由
于能源转型触及不同能源企业、政府部门等各

方利益,能源经济领域利益格局也将被重新分

配[15] ,需要政府在能源转型中发挥引导作用。
赵昕等讨论了政府参与能源结构调整以及传统

能源与新能源产业竞合关系的演化[16-17] ,但竞

合的缘由和机理并未得到解释;韩建国等又指

出,能源转型并不是摒弃传统能源,而是要充分

清洁化利用传统能源,适度发展新能源规模,实
现两种能源的协调发展[18-19] 。 三是在能源协调

发展的市场作用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围绕绿证

交易和碳交易展开研究:如考虑绿证交易方式实

现最低绿色能源消纳,侧重于研究绿证交易市场

对新能源发电企业决策产生的影响[20] ;关注传

统化石能源企业对绿证的抵触[21] ;考虑不同能

源市场的交互机制则分为碳交易市场与新能源

电力市场的联动作用[22-24] 、碳交易市场与传统能

源电力市场的联动作用[25-26] ,研究表明电力交易

市场、碳交易市场与绿证交易市场的耦合联动存

在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碳价、绿证价格、电价、
协调策略等信息相互传递[27] 。 但现有研究大多

是从两两驱动要素层面来分析传统和新能源的

发展关系。 如,Liu 等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对传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企业投资的差异影

响[28] ;Liu 等认为,强化市场环境和法规会加剧

碳市场回报向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传递[29] ;程
承等分析了碳交易市场对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

创新的影响[30] ,但能源转型的多维驱动研究却

相对匮乏,体制机制、市场、创新等因素都深刻影

响着电力能源行业的低碳水平[31] 。
综观文献,上述研究已从不同构面对传统能

源和新能源的发展展开深层探究,但仍存在两方

面的问题有待改进和完善:一方面,尽管有成果

从碳市场和绿证市场的角度研究传统能源和新

能源的投资关系,但都未从绿证和碳减排工具的

耦合关系来揭示能源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尽
管有研究考察能源的协调发展,但都针对清洁可

再生能源发展,且聚焦技术、政策和环境的部分

视角,仍缺少从“政策 市场 创新 行为”的系统

框架来研究多维要素驱动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的

协调发展。 鉴于此,本研究从“政策 市场 创新

行为”这一系统层面入手,深入分析传统能源

企业和新能源企业协调发展的博弈策略及

其演进性。 传统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长期发

展新能源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必经之路,两
者的协调过程不仅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也产

生了能源价值增值。 因此,本研究立足能源

协调发展的时间经济价值,基于中国核证自

愿减排量( CCER)和绿证的碳耦合机制构建

了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
通过均衡策略的稳定性检验,从政策、市场、
创新的角度分析关键因素对均衡策略行为

作用。

二、现实依据与理论假设

1. 现实依据

在“双碳” 目标下,我国明确提出构建以

新能源为主的电力系统,实现从传统化石能

源向新能源消费的转变。 在碳排放强度逐渐

收紧的背景下,传统化石能源面临着 “ 保供

给”和“降污染”的发展任务,但在新能源成为

主力电源前,传统化石能源在电力安全方面

仍起托底保供的“压舱石”作用。 针对煤电清

洁化利用,尽管我国燃煤发电机组已全面实

施了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煤电清洁发电技

术得到快速发展,但传统火电结构特征决定

了其碳排放强度依然较大,仍需持续投入减

排创新技术。 此外,在传统火电领域展开绿色

能源转型成为又一趋势,如内蒙古大唐托克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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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万千瓦新能源外送项目于 2021 年开始投

资建设,这意味着由传统火电向风、光、火多能

互补转型。 类似地,其他传统火电企业也纷纷

投资建设风能、光伏等新能源发电项目。 实际

上,政府也积极支持传统煤电企业创新开发利

用新能源,如《关于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方案》指出,要按照推动煤炭和新

能源优化组合的要求,鼓励煤电企业与新能源

企业开展实质性联营。
随着绿色消费理念的持续深入,以风能和

太阳能为主的新能源市场活力得到快速释放,
2021 年我国正式启动的《绿色电力交易试点工

作方案》极大地推动了新能源市场发展,对新

能源产业投资产生积极影响。 然而,新能源参

与电力市场交易的核心在于保障新能源市场投

资的预期收益和新能源行业投资的积极性。
《关于享受中央政府补贴的绿电项目参与绿电

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指出,享受政策补贴或

电网保障性收购的新能源项目,在参与绿电交

易时获得高出煤电基准价格的溢价收益或绿证

交易收益等额冲抵新能源政策补贴或者上交国

家。 若发电企业放弃补贴,则参与绿电交易获

得的收益可全部归企业所有。 而对于未被政策

覆盖的新能源项目,可以优先参与绿色电力交

易,并获得全部发电效益,所以,纳入政策覆盖

的新能源企业可根据实际经济效益权衡是否要

退出补贴政策。 在不同路径选择下,新能源企

业的投资行为也不尽相同,这与市场交易的收

益变化存在关系,继而影响新能源企业投资行

为的变化轨迹。
对于新能源发电项目,政策优惠使新能源

企业获得了变现绿色能源市场价值的“环境权

益证书”,即 CCER 和补贴绿证。 新能源企业

既可以通过单独出售绿证获得补贴收益,也能

够向传统火电企业出售 CCER 获得额外的碳资

产收益,即碳交易、绿证交易为新能源发电企业

提供环境效益变现的市场基础。 当火电部门被

纳入全国碳市场,为缓解减排压力,高排放传统

能源企业需要投入更多的减排发电技术或购买

碳排放配额或部分抵扣碳排放的 CCER 认证,
这意味着环境外部性内化成了传统能源企业的

发电成本,推高了传统电价,缩短了与新能源电

价的差距,弱化了传统能源的竞争优势,一定程

度会激发传统能源企业转型投资新能源的动

机,与绿色电力市场形成耦合发展。
因此,在政策诱导、市场耦合、创新驱动和行

为变化的多重驱动影响下,构建传统能源企业和

新能源企业协调发展的系统性框架结构(图 1)。

图 1　 “政策 市场 创新 行为”框架下传统能源企业和新能源企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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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理论假设

本研究中的传统能源是指由以煤炭为主的

化石能源转化成的煤电能源,新能源以风能和

太阳能为主。 新能源企业享受国家补贴或电网

保障性收购、CCER 项目认证等政策优惠,但实

行差额政策优惠;传统能源企业为实现能源转

型,可选择投资新能源发电项目作为其转型升

级的重要路径,因此提出假设 H1:参与合作的

主体包括传统煤电能源企业和新能源企业两类

主体。
在碳市场,由于 CCER 以存量形式交易,规

模相对较小,CCER 价格一般低于碳配额价格,
但随着全国碳市场正式开启, 在尚未重启

CCER 注册备案的条件下,市场存量 CCER 的

实际余额碳抵销量在逐年减少。 在临近履约周

期配额清缴时,CCER 价格可能高于碳配额价

格的情况。 根据收益最大化原则,传统能源企

业在成功投入低碳创新技术后,在价格较低时

会优先使用 CCER 满足部分碳排放需求,并在

初始碳配额状态下变现收益;反之,在创新成功

前将面临不确定价格。 由此提出假设 H2:传统

煤电能源企业可以使用 CCER 满足部分碳排放

需求,并利用 CCER 的价格优势获得碳收益。
《促进新时代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

案》指出,鼓励煤电企业与新能源企业开展实

质性联营。 本研究旨在考察传统煤电能源企业

参与投资新能源体现“实质性联营”,这种实质

性参与的关键在于依托新能源为传统煤电能源

提供的环境价值来实现,即通过绿证的碳抵销

机制来实现传统煤电能源和新能源的协调发

展,因此新能源企业可向传统能源企业提供

CCER 和绿证两种途径实现双方合作。 在不改

变初始碳配额 Ω 的条件下,传统煤电能源企业

通过购买 CCER 抵销 α 比例的碳排放量,剩余

1-α 比例的碳排放量可用绿证实现碳抵销,其
中 α∈(0,1),由此提出假设 H3:绿证与 CCER
在碳交易市场可以形成互认机制,即绿证在碳

市场与 CCER 形成互补的碳抵销耦合机制,通
过碳耦合机制促进传统煤电能源和新能源的协

调发展。

三、问题分析与模型构建

1. 问题分析

传统能源企业的清洁发展策略包括不参与

联营、参与联营,其中不参与新能源联营意味着

传统能源企业单独通过自身的低碳创新技术改

进实现减排目标。 假设其策略采用概率为 x,或
以 1-x 的概率参与新能源联营,基于效益最优,
新能源发电企业可能以 y 的概率出售 CCER,或
以 1-y 的概率转让绿证,其中 x,y∈[0,1]。

当传统能源企业不参与联营时,可通过自

身的低碳创新来改造高碳发电技术,但创新存

在成功前和成功后两种情况:若在创新成功前

的碳排放强度较大,将该状态发生的概率记为

pθ1
,不妨假设传统能源企业可使用合规履约的

CCER 抵销 α 的碳排放,但可能会以高价位水

平 λ1 或低价位水平 λ2 向新能源企业购买

CCER,发生概率分别记为 pλ1
、pλ2

;若创新成功

后概率记为 pθ2
,由于技术改造降低了碳排放强

度,增加了传统能源企业获得变现碳收益的可

能,但仍然会选择购买 CCER 满足最大碳收益,

其中, ∑
2

i = 1
pλi

= 1,∑
2

i = 1
pθi

= 1。 因此,传统能源企

业不参与联营的收益 Π t1 可表示为

Πt1
= pθ2

pλ1∑
n

t =m

(ρ - cλ1
)αΩ

(1 + r) t
+ pλ2∑

n

t =m

(ρ - cλ2
)αΩ

(1 + r) t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改进成功后(t > m)的收益现值

-pθ1
pλ1∑

m

t = 0

cλ1
αΩ

(1 + r) t
+ pλ2∑

m

t = 0

cλ2
αΩ

(1 + r) t

é

ë

ê
êê

ù

û

ú
úú

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改进成功前(t≤m)的支出现值

-

∑
m

t = 0

χ
(1 + r) t

= pθ2
ρ∑

2

i = 1
pλi - ∑

2

i = 1
pλicλi( ) ∑

n

t =m

αΩ
(1 + r) t

- pθ1
∑

2

i = 1
pλicλi ∑

m

t = 0

αΩ
(1 + r) t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

m

t = 0

χ

(1 + r) t (1)

式中:Π t1 为收益现值;cλ1
、cλ2

( cλ1
>cλ2

)分别为

高价位和低价位购买的 CCER 支出;ρ-cλi( ρ>

cλi) 为低碳发电技术改进成功后碳配额与

CCER 的价格差; αΩ 为 CCER 的碳抵销量;
r( r>0)为折现率;t( t∈{0,…,m,…,n},m<n)

为传统发电设备的生命期;χ 为创新成本。
此时,新能源企业通过出售 CCER 获得的

环境溢价收益现值 Πn1 可表示为

Πn1 = pθ2∑
2

i = 1
pλi

cλi ∑
n

t = m

αΩ
(1 + r) t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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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θ1∑
2

i = 1
pλi

cλi ∑
m

t = 0

αΩ
(1 + r) t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2)

若新能源企业通过出售绿证来获得环境溢

价,考虑到补贴绿证价格较高,传统能源企业不

愿以高于 CCER 的价格认购绿证,但承担一定处

罚损失 f(f>0),则传统能源企业的收益现值 Πt2

= - ∑
m

t = 0

χ + f
(1 + r) t。 此时,新能源发电企业无法通

过出售绿证变现环境收益,因此其收益Πn2 =0。
传统能源企业清洁化发展的另一途径是投

资新能源,即传统能源企业结合新能源发电企

业特征优化布局新建或改建煤电项目,辅助新

能源企业扩大发电规模、提高绿电质量、实现降

本增效的综合目标。 假设,传统能源企业一次

性投入的发电设备费用为 K(K>0),包括设备

引进、土地使用、建设费用等;投入发电设备属

于低碳技术的可能性是 pθ1
或 pθ2

,参与新能源

联营增加的年发电收益为 Δπ,本着互利原则,
新能源企业以较低的价格 pλ2

将 CCER 出售给

传统能源企业。 于是, 传统能源企业获得

CCER 的收益现值 Π t3 可表示为

Π t3 = ∑
n

t = 0

Δπ
(1 + r) t

+ pθ2
pλ2∑

n

t = m

(ρ - cλ2
)αΩ

(1 + r) t
-

pθ1
pλ2∑

m

t = 0

cλ2
αΩ

(1 + r) t
- ∑

m

t = 0

χ
(1 + r) t

- K (3)

由于联营合作使新能源发电产生了边际效

应,新能源企业除了通过出售 CCER 获得对应

环境溢价,同样也增加了新能源发电收益 μ,因
此新能源企业的收益现值 Πn3 可表示为

Πn3 = ∑
n

t = 0

μ
(1 + r) t

+ pλ2 [ pθ2∑
n

t = m

cλ2
αΩ

(1 + r) t
+

pθ1∑
m

t = 0

cλ2
αΩ

(1 + r) t ] (4)

此外,传统能源企业参与新能源联营不仅

增加了新能源企业的绿色发电量,而且也使其

增加了绿证数量,这时,传统能源企业亦可通过

内部消纳新能源以获得转让绿证。 因此,在与

CCER 的耦合机制下,转让绿证用于抵销的碳

排放量为(1-α)Ω,但用于碳抵销的绿证只能

转让一次。 假设,新能源企业转让单个绿证的

机会成本为 τ,且获得绿证收益占总收益的权

重为 β,则新能源企业的机会损失为 βτ(1-α)
Ω,但用于联营非交易的碳抵销转让绿证应当

扣除补贴 S,因此新能源企业转让绿证获得的

综合收益现值 Πn4 可表示为

Πn4 = ∑
n

t = 0

μ
(1 + r) t

- ∑
n

t = 0

βτ(1 - α)Ω - S
(1 + r) t

(5)
传统能源发电企业通过联营投资新能源获

得了用以全部抵销碳排放的绿证,节约了碳排放

权交易成本。 然而,利用较高价格和环保的绿证

所节约的碳排放成本要优于高价购买 CCER 的

费用,意味着新能源绿色价值与碳排放权的捆绑

有助于传统能源企业优化绿色投资结构,因此传

统能源发电企业的收益现值 Πt4 可表示为

Π t4 = ∑
n

t = 0

Δπ
(1 + r) t

+ ∑
n

t = 0

βτ(1 - α)Ω - S
(1 + r) t

-

∑
m

t = 0

χ
(1 + r) t

- K (6)

由此分析,可得传统能源企业和新能源企

业的博弈支付(表 1)。
表 1　 传统能源企业和新能源企业博弈支付矩阵

传统能源企业
新能源企业

出售 CCER(y) 转让绿证(1-y)

不参与联营(x) Πt1 ,Πn1 Πt2 ,Πn2

参与联营(1-x) Πt3 ,Πn3
 Πt4 ,Πn4

　 　 2. 模型构建

(1)复制动态方程

假设传统能源企业不参与新能源联营时

通过低碳创新获得的预期收益为 U t,x,参与

新能源联营获得的预期收益为 U t,1-x,U t,x 和

U t,1-x 共同决定了传统能源企业不参与新能

源联营的平均预期收益 U t,即 U t = xU t,x+( 1-
x) U t,1-x。 其 中: U t,x = yΠ t1 + ( 1 - y ) Π t2 ,
U t,1-x = yΠ t3 + ( 1 - y) Π t4 。 因此,传统能源企

业选择不参与联营策略时,复制动态方程可

用微分方程 x· 表示,即

x· = x(Ut,x-Ut)= x(1-x) [ y(Π t1 -Π t2 -

Π t3 +Π t4) +Π t2 -Π t4 ] (7)

同理,新能源企业选择出售 CCER 策略的

复制动态方程 y·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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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y(Un,y-Un)= y(1-y)[x(Πn1 -Πn2 -
Πn3 +Πn4) +Πn3 -Πn4] (8)

式中:Un,y 为新能源企业通过出售 CCER 获得

的预期收益,Un,y = xΠn1 +(1-x)Πn3;Un,1-y 为出

售绿证获得的预期收益,Un,1-y = xΠn2 +( 1 -x)

Πn4,平均预期收益 Un = yUn,y+(1-y)Un,1-y。
联立式(7)(8)可得方程组,即传统能源和

新能源企业协调发展策略随时间变化的演化博

弈系统。
(2)策略解

根据方程组(7)和式(8)可得,令 x· = 0 且

y· = 0,可求出 4 个纯策略(0,0),(0,1),(1,0),
(1, 1 ) 和 一 个 混 合 策 略 ( x∗, y∗ ), x∗ =
D-B+F+L
A-C-E+L

,y∗ = H+I-K+L
A-E+H+L

,且 0 ≤ x∗,y∗ ≤1。

其中: A = pθ2
pλ1∑

n

t = m

(ρ - cλ1
)αΩ

(1 + r) t ,B = pθ2
pλ2∑

n

t = m

(ρ - cλ2
)αΩ

(1 + r) t ,C = pθ2
pλ1∑

n

t = m

ραΩ
(1 + r) t,

 

D =

pθ2
pλ2∑

n

t = m

ραΩ
(1 + r) t,

 

E = pθ1
pλ1∑

m

t = 0

cλ1
αΩ

(1 + r) t,
 

F =

pθ1
pλ2∑

m

t = 0

cλ2
αΩ

(1 + r) t,
 

G = ∑
m

t = 0

χ
(1 + r) t,

 

H = ∑
m

t = 0

f
(1 + r) t,

 

I = ∑
n

t = 0

Δπ
(1 + r) t,

 

J = ∑
n

t = 0

μ
(1 + r) t,

 

L = ∑
n

t = 0

βτ(1 - α)Ω - S
(1 + r) t 。

　 　 根据求解结果可知:一方面,新能源企业获

得的补贴 S 与绿证收益占比 β、传统能源企业

CCER 支出费用 cλ1
、cλ2

、CCER 抵销的碳排放比

例 α 等及概率条件共同决定了传统能源企业

采用混合策略 x∗ 的结构形式。 新能源企业转

让绿证的机会成本为 τ、超碳排放惩罚 f、碳配

额收益 ρ,传统能源企业参与联营获得的年收

益为 Δπ、一次性投入的发电设备费用为 K
等现金流及概率条件决定了新能源企业采

用混合策略 y∗的结构形式。 另一方面,包括

碳市场( cλ1
,cλ2

,α,Ω,ρ) 、绿证市场( τ,β) 在

内的利益要素对不同能源企业的协调发展

策略形成了直接的交互关系,影响双方策略

的动态变化。
(3)策略的稳定性

然而,所求策略均衡点不一定都是稳定

的,也可能存在稳定状态,需进一步判断均

衡点是否具有稳定性。 根据李雅普诺夫稳

定性理论,通过计算策略均衡点对应的雅克

比矩阵特征值的符号来判断其稳定性,若特

征值的实部或复数的实部小于零,则该均衡

点是渐进稳定的。 对式( 7) 和式( 8) 演化博

弈系统化简得:

x·=x(Ut,x-Ut)= x(1-x)[y(A-E+H+L)-H-I-L+K]

y·=y(Un,y-Un)= y(1-y)[x(C-A+E-L)+D-B+F+L]{
(9)

由此可计算出对应的雅克比矩阵:

M=
(1-2x) y(A-E+H+L) -H-I-L+K[ ] x(1-x)(A-E+H+L)
y(1-y)(C-A+E-L) (1-2y)[x(C-A+E-L) +D-B+F+L]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0)

　 　 下面分析均衡点的稳定性,以均衡点(0,
0)为例,其对应的雅克比矩阵为

M(0,0) =
-(H+I+L-K) 0

0 D-B+F+L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11)

求出矩阵(11)的特征值分别为 λ1 = -H-I-L+
K,λ2 =D-B+F+L。 若满足 K<H+I+L 且 D+F+L<B,
则 λ1<0,λ2 <0。 此时,均衡点(0,0)是渐进稳定的。
同理,其他均衡点的稳定性及满足条件如表2所示。

表 2　 均衡策略的稳定条件

均衡策略 特征值 λ1 特征值 λ2 渐进稳定条件

(0,0) -(H+I+L-K) D-B+F+L H+I+L-K>0 且 D-B+F+L<0

(1,0) H+I+L-K C-A+E+D-B+F H+I+L<K 且 C+D+E+F<A+B

(0,1) A-E-I+K -(D-B+F+L) A+K<E+I 且 D+F+L>B

(1,1) -(A-E-I+K) -(C-A+E+D-B+F) A+K>E+I 且 C+E+D+F>A+B

(x∗ ,y∗ ) λ∗
1 λ∗

2 λ∗
1 <0 且 λ∗

2 <0,λ∗
1 ≥0 或 λ∗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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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果分析

1. 策略的稳定性检验

(1)参数赋值

自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

被提出以来,传统煤电与新能源正经历从优

化组合到实质联营的转变,其是指基于贯彻

落实“双碳”目标、助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等

背景而提出的理念。 然而,传统煤电和新能

源联营目前尚无典型案例和成熟模式,碳市

场、绿证市场和绿电市场也尚未有效衔接起

来并形成联营的市场基础,仍面临诸多影响

联营效果的挑战性难题。 因此,为解决前述

关键研究问题,探索更为契合实际的能源协

调发展路径,挖掘助推能源绿色转型的隐含

政策信息,本研究基于实际,对模型参数初

始值进行取值。
根据复旦碳价指数①,2022 年全国碳市

场履约使用 CCER 的最高和最低买入价格预

期分别为 62. 1 元 / t 和 30. 62 元 / t,全国碳排

放配额最高卖出价格为 63. 3 元 / t,因此令

cλ1
= 62. 1,cλ2

= 30. 62,
 

ρ = 63. 3。 按照《碳排

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规定,重点排放单

位可使用 CCER 抵销不超过 5%的碳配额,可
取 α= 5%,Ω = 0. 4,这时,绿证可抵销的碳排

放比例为 95%。 假设传统发电设备的生命期

t 为 30 年,m = 7,贴现率 r= 7%,传统能源企业

获得的收益 Δπ= 0. 42,χ= 0. 2,f= 0. 05,新能源

企业获得的额外收益 μ = 0. 56,转让绿证的机

会成本 τ= 0. 33,绿证收益比重 β = 0. 6。 概率

参数取值为:pθ1
= 0. 4,pθ2

= 0. 6,pλ1
= 0. 5,pλ2

=
0. 5。 经计算可得,A = 0. 055,B = 1. 498

 

5,C =
2. 902

 

6,
 

D= 2. 902
 

6,E= 1. 587
 

1,F= 0. 782
 

6,
H= 0. 319

 

5,I= 5. 631
 

8。
(2)稳定性检验

检验均衡策略为(0,0)时的稳定性:若均

衡策略(0,0)是稳定的,则应满足 K<H+I+L 且

D+F+L<B。 不难发现,由于 D>B,这与稳定性

条件 D+F+L<B 矛盾,因此(0,0) 不是均衡稳

定的。
检验均衡策略为(1,0)时的稳定性:若均

衡策略(1,0)是稳定的,则应满足 H+I+L<K 且

C+D+E+F<A+B。 由于 D>B 且 C>A,因此,C+D
>A+B,这与 C+D+E+F<A+B 矛盾,可得(1,0)
也不是均衡稳定的。

检验均衡点为(0, 1)时的稳定性:根据均

衡点为(0,1)的稳定性条件可知,A+K<E+I 且
D+F+L>B,若取 S = 0. 05,则计算 L = 0. 338

 

4,
此时 K 取 4。 其他参数保持不变,再将相关参

数初始值分别代入微分方程组,可得传统能源

和新能源企业的均衡策略(0,1)的稳定性和演

进结果(图 2)。

图 2　 均衡策略(0,1)的稳定性

检验均衡点为(1,1)时的稳定性:若均衡

策略(1,1)是稳定的,则应满足 A+K>E+I 且 C+
E+D+F>A+B。 若仍保持 S= 0. 05,此时 K 取 8。
其他参数保持不变,并将相关参数初始值分别

代入微分方程组,即可得到均衡策略(1,1) 的

稳定性和演进结果(图 3)。

图 3　 均衡策略(1,1)的稳定性

混合策略( x∗,y∗ ) 的稳定性及演进性检

验。 根据式(10),可求出混合策略(x∗,y∗ )的

特征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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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
1 =(D-B+F+L)(A-C-E-D+B-F)(A-E+H+L)

(A-C-E+L)2

λ∗
2 = (H+I-K+L)(A-E-I+K)(C-A+E-L)

(A-E+H+L) 2

若混合策略(x∗,y∗ )是均衡稳定的,则应

满足 λ∗
1 <0,λ∗

2 <0。 由条件可知,A-C-E-D+B
-F<0,则有(D-B+F+L) (A-E+H+L) >0,经分

析 L 应满足 L < - 2. 186
 

7,取 S = 0. 3,则 L =
-3. 013

 

8。 进一步根据特征值 λ∗
2 <0,可知 C-

A+E-L>0,于是(H+I-K+L) (A-E-I+K) <0,经
分析 K 应满足 K<2. 937

 

5,不妨取 K = 2. 7。 其

他参数保持不变,可得到混合策略的特殊情形

为均衡点(0,0)(图 4)。

图 4　 均衡策略(x∗,y∗)的特殊情形

2. 驱动因素对策略演进的影响

稳定性检验表明,纯策略均衡点(0,1) 以

及混合策略特殊情形(0,0)是双方策略行为的

演化结果,意味着传统能源企业愿意参与新能

源联营投资,并在较短时间收敛于稳定状态,这
与国家政策导向相契合,新能源企业可能低价

出售 CCER 或转让绿证实现合作。 以纯策略均

衡点(0,1)为例,分析政策、市场、创新等驱动

要素对双方行为的影响,以识别影响能源协调

发展的关键因素。
(1)政策参数分析

政策参数包括绿证补贴 S,碳配额 Ω 和超

额排放惩罚 f,首先分析绿证补贴 S 变化的影

响。 当 S 变化幅度较小时,S 对策略(0,1)无影

响;当 S 从 0. 05 增加到 2. 75 时,双方策略曲线

呈周期性的振荡变化(图 5),这意味着从新能

源企业转让绿证的机会损失中扣除的补贴越

大,即实行大幅度绿证补贴退坡政策,将使双方

陷入长期的不稳定策略关系,表明通过补贴绿

证与碳抵销捆绑的联营方式仍无法摆脱“补贴

困境”。 这可能是由前期高昂的绿证补贴导

致,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目前绿证市场和

碳市场难以有效衔接的问题。
从碳政策的角度看,在碳配额总量逐渐

收缩的情况下( 图 6) ,Ω 由 0. 4 降到 0. 07,
不会长期影响传统能源企业参与联营合作

策略, 且 新 能 源 企 业 由 单 一 的 选 择 出 售

CCER 向转让绿证的联营策略转变 ( 即 y→
1→0) ,此时,CCER 与绿证在碳市场形成耦

合机制。 对于超额排放惩罚 f,经模拟分析,
在耦合机制作用下, f 对传统能源和新能源

企业的策略行为( 0,1) 不产生直接影响( 图

7) ,由此表明碳抵销耦合机制能够有效促使

传统能源企业利用消纳新能源解决碳排放

问题,逐步替代了碳市场原有的强制性惩罚

机制。
(2)市场参数分析

碳市场(cλ1
,cλ2

,ρ,α)、绿证市场(τ,β)等利

益参数的交互作用形成了复杂的市场耦合关系。
①考虑碳市场参数的变化情况。 若 ρ,Ω 及

其他参数不变,cλ2
的增加对策略(0,1)不产生影

响;cλ1
和 cλ2

同时增加时,策略(0,1)经历“稳定

1→振荡→稳定 2”的阶段变化,最终回归(0,1)
策略(图 8),传统能源企业仍然会通过联营方

(a)S 对策略 x 的影响

(b)S 对策略 y 的影响

图 5　 补贴 S 对策略(0,1)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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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获得 CCER。 若 cλ1
、cλ2

、Ω 及其他参数不变,
图 9(b)显示可知,在碳收益 ρ 逐渐增加的情况

下,传统能源企业不参与新能源联营,从趋利角

度看,新能源企业会选择转让出售价格较高的

补贴绿证。 此外,在碳市场如果用于 CCER 的

碳抵销比例 α 设置过低,同样不利于传统和新

能源的协调发展,如图 10 显示可知,逐渐降低

的 α 值使传统能源企业和新能源企业长期陷

(a)Ω 对策略 x 的影响

(b)Ω 对策略 y 的影响

图 6　 碳配额 Ω 对策略(0,1)的影响

图 7　 惩罚 f 对策略(0,1)的影响

(a)CCER 价格对策略 x 的影响

(b)CCER 价格对策略 y 的影响

图 8　 CCER 价格对策略(0,1)的影响

(a)ρ 对策略 x 的影响

(b)ρ 对策略 y 的影响

图 9　 碳收益 ρ对策略(0,1)的影响

(a)α 对策略 x 的影响

(b)α 对策略 y 的影响

图 10　 CCER 碳抵销比例 α 对策略(0,1)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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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不稳定的混合策略状态。
②考虑绿证市场参数的变化情况。 若其他

参数保持不变,当扣除补贴 S 逐渐降低、机会成

本 τ 增加时,双方策略 x→0,y→1,即传统能源

企业获得碳抵销绿证的环境效益诱导其选择参

与新能源投资,新能源企业因为转让绿证损失

了较高的机会成本使其会选择出售 CCER 策略

(图 11)。 在此情形下,难以通过绿证与 CCER
的碳抵销耦合机制促进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的协

调发展,这也表明新能源对补贴政策的依赖性

依然较大,绿证补贴在促进传统能源与新能源

的绿色市场衔接方面仍发挥关键的调节作用。
图 12 也显示:尽管 β 的增加对双方策略选择未

造成根本影响,但仍反映其选择 CCER 交易的

动机更强烈。

(a)S 和 τ 对策略 x 的影响

(b)S 和 τ 对策略 y 的影响

图 11　 绿证补贴 S和机会成本 τ对策略(0,1)的影响

图 12　 绿证收益占比 β 对策略(0,1)的影响

(3)减排创新参数分析

图 13 显示:当减排创新时间 m 越迟,在减

碳目标下,传统能源企业参与联营投资的策略

x 由阶段性波动演化到相对稳定( x→0),投资

动机也越强;而新能源企业策略 y 由阶段性波

动(y→0)再到稳定(y→1),CCER 成为最优策

略选择。 这是由于,传统能源企业延迟的低碳

创新能力决定了其前期碳排放量较大,对碳冲

抵的绿证需求也较大,在有机会成本的条件下,
转让绿证不会成为新能源企业的最优策略,从
减排创新概率的角度也可以说明这一观点。 在

图 14 中,若减排创新成功的概率较低( pθ2
=

0. 3),新能源企业选择转让绿证策略的概率 y
处于较早周期性的振荡变化中。

(4)成本费用分析

对传统能源企业一次性投入的发电设备费

用 K 和低碳技术创新成本 χ 的成本费用进行分

析。 图 15(a)为 K 对(0,1)的影响,结果显示:
当 K 增加时,传统能源企业选择联营投资策略

的时间出现递延,且当投资费用超过边界时,传
统能源企业将放弃投资新能源,可见,一次性发

电设备投资成本是传统能源企业参与新能源联

营的重要因素,但是对新能源企业的影响不大

(图 15(b))。

(a)m 对策略 x 的影响

(b)m 对策略 y 的影响

图 13　 创新时间 m 对策略(0,1)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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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θ1
和 pθ2

对策略 x 的影响

(b)pθ1
和 pθ2

对策略 y 的影响

图 14　 创新概率 pθ1
和 pθ2

对策略(0,1)的影响

(a)K 对策略 x 的影响

(b)K 对策略 y 的影响

图 15　 设备投资 K 对策略(0,1)的影响

从均衡解的结构形式来看,混合策略(x∗,

y∗)并包含低碳技术创新成本 χ 要素,由此判

断,在绿证捆绑碳排放权的联营模式下,低碳技

术创新成本不是影响双方策略行为的关键

因素。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政策 市场 创新 行为”框架,系统

分析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协调发展过程,以企业

为决策主体,基于 CCER 和绿证的碳耦合机制,
构建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企业的演化博弈模型,
分析两种能源企业协调发展的均衡策略及其演

进性。 通过稳定性检验,从政策、市场、创新等

角度分析关键因素对均衡策略行为的作用结

果:一是实行大幅度绿证补贴退坡政策、设置较

低的 CCER 碳抵销比例不利于传统能源和新能

源企业建立稳定的联营关系,但收紧碳配额分

配有利于推动 CCER 和绿证的碳耦合机制,并
逐步代替碳市场原有的强制性惩罚机制。 二是

从趋利角度看,传统能源企业期望通过联营获

得有价格优势的 CCER,但在 CCER 价格和碳

配额不变条件下,碳收益的增加使双方无法开

展联营合作,新能源企业只会转让价格较高的

补贴绿证,但此时很难通过碳耦合机制形成能

源的协调发展。 三是用于碳抵销的绿证带有补

贴性质,在联营合作的转让过程,补贴的扣减幅

度、机会成本仍是碳耦合机制形成的阻碍因素,
这种合作无法摆脱“补贴困境”。 四是传统能

源企业投入的一次性发电设备成本是其参与新

能源联营的决定因素,但在绿证捆绑碳排放权

的联营模式下,传统能源企业投入设备的低碳

创新成本不是影响双方决策行为的关键因素。
基于此次研究,本研究得到以下促进传统

煤电能源与新能源协调发展、碳市场与绿证市

场耦合发展的政策启示: 首先, 创新绿证与

CCER 协调控碳新政策。 在现有纳入新能源补

贴的政策范围,考虑加快启动基于绿证的碳减

排核算的能源协调发展新模式,与 CCER 形成

控碳耦合机制,明确绿证与 CCER 在传统化石

能源领域实现环境价值的功能定位。 具体而

言:一方面,要合理利用绿证转化 CCER 的减碳

功能,关键在于探索绿证转换 CCER 的统一媒

介条件,突破信息互通屏障。 若将碳抵销绿证

运用于推动能源联营发展,应当失去其二次流

入外部交易市场的环境权益,以避免减碳工具

的循环使用和环境价值的重复计算。 另一方

面,在推进绿证的减碳功能转换应用中需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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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证补贴扣减幅度对碳耦合机制形成的负面影

响,正确处理新能源企业在外部交易市场获得

变现绿证效益的补贴冲抵,做好绿证补贴冲抵

与绿证减碳机制的政策衔接,科学运用环境权

益政策促进绿证在碳市场的流动。
其次,发挥减碳优化政策与碳交易市场的

协同机制。 在碳排放总量控制下,针对初始碳

配额分配实施减少免费分配和有偿分配相结合

的优化政策。 研究显示,降低碳配额有利于推

动 CCER 和绿证的碳耦合机制的形成,适时收

紧初始碳配额分配有利于倒逼传统煤电能源企

业通过市场途径满足碳排放需求。 为此,需结

合不同地区的真实市场碳价,或适时引入有偿

碳配额分配,并逐步提高有偿分配比例。 在减

碳政策优化的条件下,同时考虑增加绿证在碳

市场的使用量,但需启动绿证的碳抵销功能,可
考虑将纳入联营合作前提的碳抵销绿证作为激

励手段,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政策,在碳市场与

CCER 形成互补机制。 尤其在“证电合一”的政

策背景下,这样做有利于促使传统煤电企业优

化能源结构,提高清洁能源投资比例,发挥碳政

策、碳市场对能源协调发展的协同作用。
再次,加大能源转型主体和联营项目的支

持力度。 经济性是传统煤电和新能源企业联营

的主要问题,在联营模式和效益尚不确定时,需
要有力的政策保障机制压底。 为此要加强顶层

设计,对参与新能源联营投资的传统煤电能源

企业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缓解煤电企业过高

的联营成本压力。 尤其在示范项目的培育方

面,应积极引导高新能源占比和高煤电占比的

大型央企开展示范项目,优先给予专项能源结

构优化的投资基金,支持联营投资活动。 针对

传统煤电能源和新能源联营的技术瓶颈,建立

重大技术攻关的创新合作机制,并将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纳入创新合作机制的计划安排,同时

加快出台促使能源资源合理配置的激励政策,
提高联营合作的稳健性和持续性。

最后,鼓励传统煤电与新能源探索多元化

联营模式。 构建 CCER 与绿证的碳抵销耦合机

制作为联营模式,通过转让绿证并消纳新能源

来实现能源绿色价值,相当于置换部分传统煤

电能源,但能源置换效率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

核算实际和间接的减碳量、煤炭供需变化、联营

投资的溢出价值、产业规模效益等。 除此以外,
也可鼓励能源企业积极探索产生经济效益的其

他联营模式,如煤电灵活性改造联营模式;对于

大型新能源项目,可依托新能源基地建设优势

配套煤电机组,结合产业布局进行灵活煤电技

术改造,持续提高新能源消纳量比例;股权融资

联营模式是新能源企业通过多种资本吸引方式

使传统煤电企业成为联营者,并由政府提供相

应的政策支持。 由此可知,煤电与新能源联营

模式的探索路径较多,但从实践效果和时间跨

度来看,联营模式仍要结合能源企业自身的运

营情况理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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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reen
 

energy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uts
 

forward
 

the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energy
 

sources
 

at
 

various
 

stages
 

of
 

energy
 

transformation,
 

and
 

encourages
 

the
 

traditional
 

coal
 

power
 

enterprises
 

and
 

new
 

energy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substantive
 

joint
 

operation.
 

However,
 

how
 

to
 

carry
 

out
 

joint
 

operation
 

through
 

effective
 

ways
 

has
 

become
 

the
 

key
 

to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nergy
 

sources.
 

To
 

explor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raditional
 

and
 

new
 

energy,
 

this
 

study
 

constructs
 

an
 

evolutionary
 

game
 

model
 

for
 

traditional
 

energy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new
 

energy
 

joint
 

investment
 

based
 

on
 

the
 

carbon
 

coupling
 

mechanism
 

of
 

CCER
 

and
 

green
 

certificate
 

from
 

the
 

system
 

framework
 

of
 

policy,
 

market,
 

innovation
 

and
 

behavior.
 

Through
 

stability
 

tes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key
 

factors
 

on
 

equilibrium
 

strategy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olicy,
 

market,
 

innovation
 

and
 

cost.
 

The
 

main
 

conclusions
 

show
 

that
 

higher
 

subsidy
 

deduction,
 

lower
 

CCER
 

carbon
 

offset
 

ratio
 

and
 

higher
 

opportunity
 

cost
 

of
 

green
 

certificate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carbon
 

coupling
 

mechanism.
 

The
 

carbon
 

offsetting
 

function
 

of
 

green
 

certificate
 

cannot
 

get
 

rid
 

of
 

the
 

“ subsidy
 

dilemma”,
 

and
 

the
 

profit-seeking
 

behavior
 

of
 

energy
 

agents
 

hinder
 

the
 

bridge
 

role
 

of
 

carbon
 

coupling
 

mechanism
 

in
 

the
 

coordinated
 

energy
 

development.
 

The
 

tightening
 

of
 

carbon
 

quota
 

allocation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arbon
 

coupling
 

mechanism,
 

which
 

replaces
 

the
 

original
 

mandatory
 

penalty
 

mechanism
 

of
 

carbon
 

market
 

gradually.
 

The
 

one-time
 

power
 

generation
 

equipment
 

cost
 

invested
 

by
 

traditional
 

energy
 

enterprises
 

determines
 

whether
 

they
 

participate
 

in
 

new
 

energy
 

joint
 

investment.
 

However,
 

the
 

low
 

carbon
 

innovation
 

cost
 

of
 

input
 

equipment
 

of
 

traditional
 

energy
 

enterprises
 

is
 

not
 

the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decision-making
 

behavior
 

of
 

both
 

sides.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inspiring
 

ideas
 

for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oal
 

power
 

and
 

new
 

energy
 

sources,
 

carbon
 

and
 

green
 

certificate
 

market.
Key

 

words: green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energy
 

sources;
 

new
 

energy
 

sources;
 

harmonious
 

development;
 

evolutionary
 

game;
 

driving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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